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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电影的空间构图美学

厉震林　吕直彦

摘　要：文章论述了新时期电影的空间构图美学以及发展演变历史，从不完整的构图形态、大色块的

环境构图到呆照式构图、全景式构图，又到小景别构图和摇晃镜头，再到符号图案、大型化和规模化和非

自然形态空间，充分地体现了新时期电影空间构图的人文化和社会化性质，既是导演观察社会和美学的一

种行为方式，更是导演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像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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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电影空间构图的概念，主要是指电影画面中物体的空间布局与构成方式。电影中的构图不像其他

视觉艺术中的构图形态，它的关键在于 “运动”①，没有一个画格跟另一个画格是完全一样的，影像总

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在时间的流程中，如何通过每一帧画面中各个部分的空间布局和安排，

从而达到视觉上的愉悦感并传达出创作意图，是每个导演和摄影师都必须思考的美学问题。

应该说，所有电影构图的主要基本目的，都是为了产生纵深感，为了用二维向度的胶片创造出第三

维的向度感，从而使观众越过表层进入画格内部的某处，因此，电影构图已不再是简单地近似于绘画

的二维平面构图，而是三维空间上的立体构图。“在结构每一个画格时，电影导演的主要目的是把观众

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场面中，并把它准确地引导到他所需要的地方。没有一个导演会以漫不经心或随

随便便的态度来对待画面构图。整部影片的成功往往取决于电影导演在构图上的 ‘眼力’”［１］，可见空

间构图在电影画面处理中显得非常重要。空间构图所承载的画面语言的内外张力，有着情节叙述所无

法比拟的艺术魅力，往往能产生更为强大的美学感染效果，同时，空间构图又是导演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的画面体现，也是一种导演观察社会和美学的行为方式，故而空间构图是人文化的和社会化的。

纵观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在 “第五代”电影出现之前，绝大多数电影导演沿袭着巴赞的 “现实主

义渐进线”学说，② 受传统 “影戏”的美学观念影响较深，注重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对于视听语言则

几乎降为自然的发展状态，存在一定的 “电影本体”缺失的艺术现象。直至 “第五代”电影创作群体

的第一次集体作业 《一个和八个》的出现，对传统的电影美学原则和语法体例有了一次强有力的反叛

和重构，大胆地运用不完整构图，为新时期中国电影带来了一次空间构图美学的巨变。

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运动语境，“第五代”电影导演体现了与前辈电影导演不同的自身性格和艺

①

②

观众在银幕上所看到运动其实是一种似动现象，这是人的一种正常心理活动。它是指当某一物体实际上没有发生空间位

移而被视觉感知为好像在运动，是一种对静止物体产生的运动幻觉。

“电影是现实的渐进线”一语，引自巴赞的 《杰作：〈温别尔托·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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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气质，以一种革命性质的挑战姿势，形成先锋性和前卫性的写作主潮。《一个和八个》被公认为 “第

五代”探索电影的开山之作，改编自郭小川的同名叙事长诗，虽沿用了原诗歌的基本框架和叙述，但

对战争冲突做了淡化，使之产生了一个全新命题，即关于 “人”的疑问。这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
至８０年代初期，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重建的中国社会现实背景下， “第五代”电影导演 “以一种

‘过度表达的形式’对经典革命叙事加以 ‘破坏性重述’，并以一种 ‘自辩、自指式的陈述’讲述了一

个关于 ‘冤屈’与 ‘忠诚’的主体”［２］，从而铸就了一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拓性作品。

导演张军钊称道：“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

……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

条原则在 《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３］摄影师张艺谋、肖风的 《摄影阐述》就很好地贯彻这

种标新立异的精神，“在艺术上，儿子不必像老子，一代应有一代的想法。”［４］

《一个和八个》正是年轻的 “第五代”电影导演有意识地反叛传统拍片方式和追求个性张扬的结

果。在电影文本中所构筑的土匪的倒下形成一个 “人”的再生，这种超越简单 “阶级善恶论”的个体

价值的再现，是中国电影史上革命叙事的第一次突围，使以往革命电影中十恶不赦的坏人第一次在银

幕上呈现人性本身复杂的力量，还原了更为符合人性的真实面目。这种 “标新立异”的艺术精神，在

当时社会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虽然以现在的审美趣味来看，影片细节粗糙或者某些表演过于偏激，但

是，它在导演意识上的突破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精神界碑。从某种意义而言， 《一个和八

个》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留下的最有价值的艺术成果，则是其空间构图的美学创新。

一是不完整的构图形态。影片 《一个和八个》在总体印象完整的情形下，大量采用局部画面的不

完整构图，例如黑暗的烤烟房，贯穿着的横木，使常规空间在电影画面中失去了平衡结构，隐喻着三

个土匪、三个逃兵、一个奸细和投毒犯灵魂的不完整状态。即使是正面人物的描写镜语，环境造型也

多有着不规则的画面构图，表现剧中人物的矛盾而紊乱的内在情绪。在突出大块面的黑与白结构的基

础上，采用简练的非常规构图手法，造成一种对比性的叙事效果。

影片 《一个和八个》还通过压缩空间来体现不完整构图的力度感， “开场空房中利用粗大横柁，

地窖利用前景人头、肩背等作为巨大前景，使空间消失，造成视觉上挤压感；碾房，以碾子为前景，

广角镜头夸张了它的体积，使它占据画幅几乎三分之二，人物紧贴画面，由于后面的墙壁以平面形态

成为后景，不仅使空间感消失，而且造成视觉上挤压感”，“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

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

只占一个边角。”［５］这种压缩的空间表现，是对精神层面及其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更是对扭曲的非正

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的画面震撼。正如张艺谋称道：“由于我

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

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这实际上是把造型手段推向极致，充分发

挥画面内在的震撼力，这才是真正的电影描写，是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达清楚的。”［６］

二是大色块的环境构图。《一个和八个》 “用大块面的黑、白来结构画面”，形成一种如同版画的

黑、白对比效果，从而产生一种雕塑一般的沉重与力度，前半部分 “‘黑’是这部分的主要色调”，中

间是红色，“这一点点红完成了从压抑走向释放的情绪转换。这与影片的前半部的 ‘黑’和后半部的

‘白’组成本片色彩蒙太奇结构”，后半部分是白色，“大量的白，象征了升华和新生。”［４］（９３）这种环境

造型的色调更替，大大拓宽了环境空间的表现力量，使电影画面构图产生了一种主题化与哲学化的描

述倾向，在再现与表现之间建立了第三种的美学意象，流露着画面构图空间诗化的文本气质。

从黑色到红色再到白色的色彩蒙太奇，运用不完整构图和完整构图的相互转变，大量使用静态画

面和自然光效，正是这部叛逆性的 “发韧之作” 《一个和八个》作为 “第五代”对于传统戏剧化电影

的第一次构图美学的革命宣言。此时，中国电影已不再是那些山重水复的情节和悲欢离合的故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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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些刀光剑影的冲突和欢声雷动的高潮，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场面调度，线条、光线与对比所形

成的有意味的构图，明与暗、光与色、近与远的影像造型，缓慢甚至静止但又若有所思的镜头运动。

考察 《一个和八个》之后出现的 “第五代”电影作品，例如 《黄土地》、《盗马贼》、《红高粱》等电影

的构图特征，都是从其沿袭而来的。

二

《一个和八个》崭新的美学亮相，对于电影本体的再度发现以及在新的美学架构之下进行修辞重

建，已经成为 “第五代”电影重要的 “代际”历史标识。此后的 《黄土地》、《大阅兵》、《盗马贼》、

《红高粱》等影片，单就题材选择和叙述内容来说，“第五代”电影导演已经开始集体无意识地习惯于

民族历史与精神的宏大叙事。他们作为一种新的话语权力的自辩和自指方式，以 “文化寻根”作为突

破口，从当代意识的判断角度，对于民族历史和文化作出一种纵深追述。正如陈凯歌所说的：“对于我

们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我们的感情是深挚而复杂的，难以用一丝一缕地表述清楚。它是一

种思前想后而产生的又悲又喜的情绪，是一种纵横古今的历史感和责任感，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和信

念。”［７］这种对于国民人格及其演变过程的纵向陈述，俯视国家和个人的历史以及对于当代的正负意义，

都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忧患与反思情绪。这种情绪外化为对传统电影美学原则的破坏和瓦解，重构出一

种新的电影叙述语法，即大力营构影像造型的美学力量，运用大胆而简练的构图方法，对比与层次的

静态画面，单色调、浓色调、冷色和重色的色彩寓意以及一种主体象征的叙事风格，使 “第五代”电

影导演的语言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种 “象外之象”的美学品格。

如果说 《一个和八个》是 “第五代”电影创作群体美学革命的发轫之作，那么 《黄土地》就是

“第五代”早期创作高峰的代表作品。从空间构图造型而言，《黄土地》追求 “简练、沉稳”、“在画面

中，坚决排斥可有可无之物，强调简练、强调大块面的厚重感”、“同 《一个和八个》不同的是：不是

力的震撼，而是静的恬美”、“构图不求奇特大胆，而求朴实完整”［８］，与 《一个和八个》之间既有承

袭也有突破。

首先是呆照式构图。《黄土地》“为造成一种深沉、厚实的感觉，能不动尽量不动。”［８］例如顾青住

进翠巧家，翠巧爹僵呆坐姿、沉默寡语，憨憨木然伫立、问而不答以及翠巧熟练自如地操作家务的一

场戏，摄影机镜头角度固定，机位很少变化，景别切换跳动不大，幅面按几何中心处理，没有任何移

动和变焦；孤灯昏暗，没有强烈光效。这种构图处理很有表现力，它有力地展示了翠巧爹质朴、单纯

与保守中含有的愚昧，同时也表现了平淡、枯燥而压抑的黄土高原上人们的生活状态。如果只是从形

式上孤立地观看每一个电影画面构图，它的确是照相式的，然而，如果从蒙太奇组接的连续角度，或

者说是从事件进展和延伸的角度，即从整体角度分析，它则是电影的了。众所周知，电影的特点是表

现运动，它使电影艺术和其它艺术在美学形态表现上有所区别，由此，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观

念，即电影似乎不表现运动，不利用运动的表现力量，其电影性也就没有了。《黄土地》从形式上利用

了照相造型结构手法与技巧，表现出来的整体银幕形象却是电影化的。正如张艺谋所说的：“电影是动

的艺术，但电影摄影未必只有 ‘动’这一种形式。”［８］这是一种美学追求，更是摄影艺术造型处理方面

的一个新的开拓。例如顾青要走的那场戏，翠巧一人坐在门外，这是长镜头处理的，运用小全景的构

图，方位、角度固定不变，没有推拉摇移和变焦，而是从头到尾静止不动，对话极长，然而银幕形象

并不因为处理简单，画面静止，极长的对话而显得枯燥，相反十分感人。同时，在静止的长镜头中，

舒缓的节奏赋予一种历史的凝滞感。

其次是不均衡式构图。这一方面沿用了 《一个和八个》的构图技巧，但是，仍然有所创新。“原本

不均衡的构图并不由新的布局对象进入画面来获得均衡，而是通过建立画内和画外的某种关系，使观

众意识到画外空间的存在，随后把想象画面叠加在表象画面之上去获得新的平衡。”［９］ 《黄土地》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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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画面来看，似乎是不完整和不平衡的，但是，从总体来看却是均衡的，例如 “犁地”的一场戏，翠

巧爹蹲在犁起的地垄旁，面对画面边缘。将人物放置到这里，和翻开土地的线条进行对比，加上前后

镜头的衔接，形成了构图上的注意中心。这样的构图方式前后出现过两次。应该说，“重复”也是 《黄

土地》构图处理的手法之一，“全片中，大量运用同景别、同机位、同镜头焦距，甚至同光孔的重复镜

头。”［８］。仅仅上述两个电影画面，本身是有堵塞感的，但是，如果将上下镜头连接起来，单个电影画

面的堵塞感就消失了，因为整场戏的构图是均衡的。这个堵塞感将这场戏所负载的情绪，如实而有力

地表达出来，因此，它是完整形象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组独特结构的电影画面之所以是电影的，

就在于它在规定情景下给予观众视觉上一个运动镜头表达不出来而又无法代替的美感。

第三是全景式构图。 《黄土地》大量地运用大全景和大远景的景别层次进行展示黄土地的宏大空

间，例如在黄天厚土的大远景中，“犁田的，点种的，撒粪的小小行列在高高的峁顶上缓缓走着”，这

种大反差的构图处理，传达出黄土地对民族历史的养育和控制，形成一种既温暖又冷酷的精神氛围，

“就像我们民族走过的漫长、艰难的历史”［１０］，颇有一些历史的穿透力量，同时，也暗寓了这种封闭和

压抑的社会对渴望自由发展的人性的束缚与制约，面对这样深远、辽阔而又无比厚重的黄土地，人显

得那么渺小而又无助。同样，影片 《红高粱》通过天际线将天与无边无际的高粱地划分开，产生了一

种极为单纯、大方、富有量感的视觉效果，同时又含有一种沉思静观的意味。不同于版画式的 《一个

和八个》与国画式的 《黄土地》的全景式构图，《盗马贼》的构图则是如同陈丹青的油画，具有挤压

感与画面张力。电影文本中的许多宗教场面，例如晒大佛、转果拉、磕长头等大场面，将众多的人物

和景象都纳入同一镜头。田壮壮是一个将情节拒绝推向极致的导演，《盗马贼》几乎完全拆解了叙事系

统，将对白压制成近乎默片，依靠画面自身来传达他的人性情感和哲学理念。

第四是大色块构图。《黄土地》的构图 “就是注重视觉的表现性，突出黄色，用高地平线的构图

法，使大块黄土地占据画面主面积”［１１］，而且，黄土地往往占据银幕画框四分之三的空间，只有画框上

部留下一条狭窄的蓝天，给人以沉重感、堵塞感和挤压感。例如翠巧 “挑水”的一场戏，先是两个表

现黄河的大全景，然后是充满画面的黄河水作为背景，翠巧和黄河就产生了一种意念的情绪联系。在

“第五代”电影文本的视觉系统中，这种大色块的画面形态，大多以一种单色调的方式出现，例如 《红

高粱》的结尾，导演要求 “高粱全部红起来，而且是血一样的红色，高粱地拍摄画面中，血红的太阳，

血红的天空，血红的高粱漫天飞舞”［１２］，使用红的单色调作为主色调。这种构图美学措施，一直延续在

张艺谋的早期电影作品之中，《菊豆》中的红染池与红染布，《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灯笼，《秋菊

打官司》中的红辣椒，红色成为了张艺谋电影大色块构图的主题语言，具有一种浓烈的超现实主义象

征意味。

总的来说，以 《黄土地》为代表的 “第五代”早期作品中，这种 “时空大幅度跳越；人物性格内

向，行动僵滞，环境少变而单一；多用无内外远近调度的长镜头；造型处理少变化，趋于呆板；几何

中心构图很少摇移，方位角度有限变动；光线、色彩写实，而无显眼效果；影片的画面多次出现同式

反复”等的风格化构图处理［１３］，从整体形象把握来看，是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用空间布局冲击着

戏剧化电影的时间节奏，用造型意味代替着戏剧化电影的情节魅力，用不完整的构图颠覆着戏剧化电

影的均衡幻想，用陌生化的电影语法解放着被戏剧化电影的缝合体系所尘封的审美感性”［１４］，从而产生

一种巨大的美学冲击力量，甚至表现出一种天才一般的原创素质。

三

其实早在１９８７年以后，张艺谋的 《红高粱》和陈凯歌的 《孩子王》的出现，昭示了 “‘第五代’

作为一次有着统一的美学标识与审美价值追求的电影运动的内在差别，开始了一场不甘于遮蔽于 ‘代’

之共相之下的寻求个人标识的努力”［１５］，此后 “第五代”再没有作为一个创作风格和群体存在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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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 “第五代”已然终结。９０年代初期，“第五代”电影导演依然重述着 “历史的重写”的民族寓言，

例如张艺谋的 《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陈凯歌的 《霸王别姬》，田壮壮的 《蓝风筝》。

与此同时，以 “第六代”作品为主的新 “城市电影”，开始从体制外突围而出。

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时期，时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混

乱、焦灼与浮躁的氛围之中，每个人都在这个氛围之中承受着很多变数。“这种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

荒马乱的感觉。”［１６］从电影艺术而言，整个九十年代是从传统精英文化向现代大众文化的转化阶段，即

从艺术探索的电影走向与大众交流的电影。“第六代”作品在创作之初，即以一种 “他者”话语的姿态

出现，一直关注城市亚文化层面，关注那些都市边缘人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对那些面对社会

转型而张皇失措的青年人的生命体验的抒写与表达，这也是新 “城市电影”的最大特色。当 “第五代”

的作品对 “历史的重写”已然变成一种对现实的规避之时，“第六代”的作品刚好填补了现实中的真空

地带———城市。他们强调人的自我觉醒，寻找个人意识，体现了现当代文化流行气质，特别是是对社会

边缘化生态的书写。

对于这一共同的 “世界观”表达，“第六代”电影导演在影像画面上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

化风格，即双面一体的特征。一种是坚持纪实风格的电影，例如贾樟柯的 《小武》、章明的 《巫山云

雨》以及王超 《安阳婴儿》等。章明称道：“我们要影片的风格化，更要影像的极度自然性”，“用不

着担心将来被人指责这个电影平淡沉冗，貌不惊人。因为在影像的背后，自有另一种东西，一种眼睛

所不能见到却可以用精神去感觉到的真实存在。这是不可摧毁的。”［１７］还有一种是代表形式主义风格的

趋向，例如娄烨的 《苏州河》、张元的 《东宫西宫》、李欣的 《花眼》等，娄烨甚至宣称：“电影就是

个技术，电影说到底对导演是个技术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你可以不是一个艺术家，你必须是个工程

师，对我来说就是这样。”［１７］（２５５）其实，纪实性是在生活现象中寻找真实，形式主义是在意念中寻求真

实，这两种风格在实质上是异曲同工的，但是，无论是从整体叙事还是到细节修辞上都是对 “第五代”

的一种反叛，都和 “第五代”的美学思想南辕北辙。尽管 “第六代”电影作品的这些镜语风格与最初

的资金缺乏、低成本制作和技术质量较差的客观原因有关，但是，后来逐渐演变为有意识与主动地风

格坚持。

相比传统 “第五代”导演作品的空间构图特点，即注重大景别、自然光线、静止镜头、蒙太奇剪

辑的使用，在 “第六代”导演作品中则充斥着大量的小景别、小景深、长镜头或运动镜头，完全使用

自然光或完全使用人工光，其特点主要可以归纳为局部的小景别构图和摇晃镜头。例如 《苏州河》中，

“我们看到的是废弃的大楼、疲倦的旁观者、残破的桥梁以及腐臭污浊的苏州河。运用手持摄影、快扫

镜头、迅捷跳接以及富有创意的镜头角度，导演将上海城市空间有效地切成碎片，按照自己的感觉将

其重新安排。”［１８］这些镜头无疑具有极强的主观性，通过导演的个人视野，建构了一个 “反神话”———

在已经建构的关于上海的恢弘城市神话之外提供了一个反例。“第五代”导演黄建新也曾经如此称道：

“文艺作品不能把现实描绘成神话，特别是当代作品，你不涉及时弊和问题，还有啥力量。”［１９］与快速

发展的现代城市紧密相关的是城市记忆，在电影中往往表现为通过 “神话”叙事建构起来的明亮、欣

欣向荣的、桃花源般的集体记忆，而同样的城市在 《苏州河》导演的摄影机里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

象，污浊的苏州河和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在镜头下显现了另一种荒原般的城市记忆，粗糙的城市印象在

不断晃动，快速剪切的 “电影眼睛”中让人无法忽略导演的主观感受，不但用晃动的镜头刻意模仿

“我”的眼睛来提醒摄影机的 “在场”，导演还通过 “我”的第一人称旁白 “我的摄影机不撤谎”来突

出主体的存在和叙说欲望，由此，导演与镜头、叙事者与 “我”合而为一。同时，《苏州河》策略地规

避 “宏大叙事”，用独特的叙事视角、结构与符号来传达作者来自边缘的生存感受和生活状态，尤其是

通过大量的中、近、特写等小景别的镜头，聚焦人物的某些形体的表现来表现人物的心理，特别是面

部的表情，用局部构图将个人内在精神世界加以放大。可见，娄烨并无意在这座城市里寻找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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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种真实，他所关心的只是破败的城市景观下一个镜像般的爱情故事。

新 “城市电影”之所以对城市边缘人如此关爱，除了王朔以及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影响之外，更主

要的是在急剧的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面对文化的冲击和震荡，城市边缘人是最深刻的感受者。从

他们的苦闷与迷茫、分裂和抗争，更易于真实和从容地展示城市空间的生态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时代

感。城市边缘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群落，他们在精神上的扭曲和行为上的乖张，恰恰是一种生命

形态的真实裸露、一种文化撕裂后的 “疼痛”体现。因此，这些城市民间的小人物形象在文化语境中

具有革命性的解构与建构的双重意义。于是，“第五代”电影导演也一改昔日民俗文化气韵和浪漫传奇

情调，做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即聚焦于烦扰、琐屑的现代市井小人物的原生形态，着力营造

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城市生活环境，其代表作就是张艺谋的 《有话好好说》。

与传统的追求浪漫传奇色彩与意象造型的电影 《红高粱》、 《菊豆》、 《大红灯笼高高挂》不同，

《有话好好说》是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城市题材的影片。影片选择了一个色调明朗、骚动不安的现代城

市作为故事背景，放弃了以往那种大肆铺排的大红大紫的浓丽色调，亦不再迷恋于悠长舒缓的游移镜

头和昏暗的光影，而是几乎全片地使用强烈的摇晃镜头，尤其是影片前半部分将摇晃镜头和短镜头频

频组接运用，制造了一种目眩神晕、悠谬恍惚的视觉化效果。例如开头画面是赵小帅在人车汹涌的街

道上和人头攒动的地道桥中追踪安红，女的飞快逃走，男的在潮涌的人群中焦躁甚至疯狂地不断冲撞

和颠跃。待到安红上了公共汽车，赵小帅在摇晃急驰的车上冲到安红面前，接着是安红的骑车飞驰，

赵小帅在车流中摇闪追随，场景的快速切换与持续晃动使人头晕目眩，恍如置身于嘈杂无序的城市急

流之中，加之大量小景别甚至变形的特写镜头，充分表现了安红羞怒惊慌的心理状态和赵小帅满腔的

抑郁与急切。影片前半部分在被风驰电掣的汽车遮掩下的闪闪烁烁的街头殴斗场面与影片后半部分老

张发疯地举着刀在偏斜、摇晃的环形走廊里追砍冲撞的场面，更是淋漓尽致地渲染了人物发泄式的慌

乱、焦灼和忿恨的心理状态，这种 “第五代”电影几乎没有的快节奏和眩晕式的镜头语言，却与转型

期下的大城市中的小人物无聊、郁闷和空虚的心理状态刚好合拍，也与电影中赵小帅对安红的无聊纠

缠、对琐屑小事的难以释怀和剁手行为的紧张惊惧相互照应，颇具影像视觉的表现力，将观众带进了

一个沉闷、滞浊甚至透不过起来的社会情境，凸显了凝重的时代感。

四

新世纪伊始，台湾电影导演李安以 《卧虎藏龙》一片摘得当年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奖”，成为第一

部获得奥斯卡荣誉的华语电影。这部武侠电影依托并立足于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及其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 “武侠文化”经典格式，为华语电影在好莱坞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李安的成功，为华语电影翻开

了新的一页，也让迷茫之中的中国电影导演似乎立刻找到了方向，他们紧跟李安的步伐，不断将武侠

片这一中国电影特有的的类型向前推进，并企图以 “他者”的身份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２００１年，斥
资３０００万美元的中国武侠电影 《英雄》出炉，并获得中西方票房的极大成功，紧接着 《无极》、《夜

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连续几部大制作的电影，对于中国传统 “武”与 “侠”的想象和意象，作

出了尽情的释放和挥洒。

事实上，在 《英雄》和 《无极》等电影文本中总是能隐约看到世界优秀电影艺术传统的余韵和导

演自身美学风格的延续。《英雄》的多视角叙事与 《罗生门》不谋而合，《英雄》中色彩的写意性，其

实从 《红高粱》开始一直都是张艺谋电影标志性的艺术元素。《无极》对人生和命运的沉思、诗意与哲

理交融的艺术风格，都与陈凯歌的艺术个性息息相关。但就叙事而言，这些商业大片几乎彻底地舍弃

了 “制造悬念”，不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从观众的接受层面来看，《英雄》和 《无极》恰恰是对好莱

坞大片使观众陷入梦幻世界这一特性的背离。其实，放弃情节的扑朔迷离，不专注于讲述一个动人心

魄的故事，张艺谋和陈凯歌很聪明地避开了自己的短处，而给自己的长处留足了表达空间，毕竟好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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坞电影成熟的叙事技巧和纵横驰骋的想象力非中国商业大片所能企及。中国自古以来并不以叙述一个

引人人胜的故事为能事，同时，中国人 “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国理想，有清醒

理智又充满人际热情。”［２０］这种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张艺谋、陈凯歌等中国导演的创作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英雄》和 《无极》都不以缜密的叙事结构和营造梦幻世界为重点，却极力传达

导演的审美情趣与对人生和历史的感悟，这种感悟和情趣的载体就是充斥于 《英雄》和 《无极》中大

量的别致考究的画面和场景。从影像画面而言，《英雄》和 《无极》都延续了 “第五代”电影时期影

像造型的风格化意识，以红色、白色、黑色等色彩大块出现、浓墨重彩的方式，酣畅淋漓、运转自如

的运镜风格，加上生动逼真、形神俱佳的电脑特效技术，共同创造出奇瑰壮丽、令人震撼的视觉盛宴。

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商业大片呈现出一种共同的构图特点，就是规范构图映衬下的空间奇观化。

首先，这种空间的奇观化表现在它强化了画面的信息量，以大量的符号图案来突出东方元素的文

化韵味和哲学外壳。例如 《英雄》中的九寨沟清澈如镜的湖面、内蒙古金灿灿的胡杨林、敦煌大漠的

狂沙残阳、回廊转回的亭台楼阁，这些来自中国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共同营造了一个东方式 “空灵”、

“优美”、“飘逸”、“幽远”的中国国画意境，传达出具有 “东方神韵”的艺术魅力。同时，影片还集

剑、竹简、茶、围棋以及古琴等中华瑰宝于一身，这些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符号性元素不仅向观

众展现了十足的东方文化韵味，还向观众传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的 “大音希声、天人合一”的哲

学意蕴。赵国书馆的曲折幽暗的楼道、残剑以巨笔书写 “剑”字时的长发飘飞，衣衫如舞；棋馆内无

名与长空对打时，无名剑破水帘直取长空的精妙绝伦的画面造型；飞雪与如月胡杨林之战时，色彩艳

丽壮美，身影飘逸幽婉；无名与残剑五色湖之战，这些场景都无不渲染出中国国画特有的画面构图，

极具中国民族和地域色彩。又如 《夜宴》中出现的富丽堂皇的中国式宫殿、精美别致的东方式服装造

型以及如精灵般舞蹈的人们，同样在 《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极尽奢华的黄金琉璃宫殿和华美的服饰，

较之 《夜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意象性符号在提升电影观赏性的同时，还承载了电影东方式的文

化内涵。

其次，空间的奇观化还体现在电影画面空间中各种物质形态所展现的大型化和规模化倾向。和国

际商业大片一样，中国的商业大片也试图调动所有的电影符号，宏伟的场面、绚丽的构图色彩、震撼

的音乐声、惊艳的人物造型和高科技的电脑特技，以此充分发挥它们的视听功能，达到一种空间奇观

化的艺术氛围。例如 《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无数次出现的深远的走廊，一扇接一扇的朱红大门，比天

梯还累赘的石阶，显示出简单延续的秩序，反衬出极度规矩的宫殿建筑的异常稳定和这种秩序的强大

力量。此外，影片中的遍地金黄色的菊花、耀眼夺目的金色盔甲以及遍地黄衫的士兵尸体，又如 《英

雄》中射向无名和飞雪的无数秦军乱箭、无名的剑缓缓穿过雨滴织成的帘幕等场景，都符合这种大型

化和规模化的大片模式。

最后，空间的奇观化还呈现出一种神话化的非自然形态空间。《无极》就是通过这种神化性的空间

处理，以规范式的构图来衬托空间的视觉效果。影片开头中出现的海棠树可以说是整部影片的引言部

分，海棠花灿烂盛开同片尾落英缤纷相呼应，整个画面和镜语体现出一种 “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意境。

还有在 “镜花水月”的境界中，水天一色，静雅如素，奇异枯木，明朗如月，满神在预示着倾城未来

的命运。湖面如镜，凌波微步，意境悠远，这一切构成了一个静谧幽深的世界，体现着东方特有的神

韵和意境，从而也构成了一个与世俗世界相对应的 “天外之境”。再有雪国是鬼狼和昆仑的故乡，洁

白、纯净，线条简单，没有疆界，一片祥和气象；反之，王城则森严和宏大，里三层外三层，呈圆形

放射状，四周浩淼无所依托。不难发现，前者代表了自由与人性十足的 “世外桃源”，而后者则是囚禁

了自由和梦想的牢笼，四周空茫，则更加衬托出一种 “孤独”，如同是逃不出去的囚笼。这些美仑美奂

的神话般的空间造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以及心灵的震憾。可见，导演陈凯歌在 《无极》的

市场化探索的同时，依然在实践着一种新的电影语言，试图改写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和镜像话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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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黄土地》的画面、构图、色彩所展示的苍凉厚重的黄土地一样，建构出一种独异的表达方式，即

一种神化般的非自然空间形态包裹下的内在的深沉和宏大的哲理的体现。如同尹鸿所称的：“陈凯歌用

无极创造了一起出乎人们意料的异端样本，在这个样本中，陈凯歌那无法忘怀的理性精神终于依附到

一个血肉之躯中，它让人们在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电影中，感受到陈凯歌那依然的沉重和关怀。”［２１］

电影作为艺术的本质意义，在于人生况味和社会文化的美学描述，其它的电影元素都需要围绕着

它而形成一种辅助性甚至主题性的作用。空间构图作为电影画面造型语言中最为关键的元素，经过导

演将其艺术化和象征化，转而成为一种社会语汇，承载起一定的社会表述功能，并呈现出一种对于社

会心理的直接和间接反映，而且，空间构图美学的每一次变革都往往寄寓着导演们的文化价值观念甚

至是整个社会文化方向的转变。

新时期的中国电影，自 “第五代”导演开始，对空间构图美学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改写。

首先是 “第五代”电影导演早期作品的静态呆照式的全景构图，呈现出一种民族灾难后的概括凝视与

心灵寂静中对历史和民族的关注。“这一代电影导演们专注于严酷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和对历史作出冷

静的回顾和审视。致力于人的内心的深层活动之挖掘和极度抑制的情感描写。”［２２］再到九十年代转型时

期新 “城市电影”的摇晃动感的局部构图，是对社会转型而张皇失措的青年人的生命体验，即在转型

时期的生存焦虑以及自私凝视或者自我宣泄的一种抒写和表达。直至新的世纪，几部充满东方韵味的

视觉盛宴般的中国商业大片接踵而至，他们以 “他者”的身份，试图用绚烂的空间造型来传递东方空

间构图意境从而寻求一种世界认同，最后实现与世界电影一体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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